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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王朔笔下的人物内涵

内容提要：王朔塑了一批自诩为“流氓”的人物形象，本文试从这批人物的言行表现入手，对作者赋予他们的“流氓”的内涵，内涵的成因进行剖析。并进一步探讨了他们出现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流氓　正统　信仰虚无

（一） 王朔笔下的人物形象

“我是劳改释放犯，现在还靠敲诈勒索为生，我和一百多个女孩子睡过觉——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吗？老枪！”第一次见面他就和女孩子套磁，聊得丑态毕露。这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主人公张明。小说以他的一次作案过程开始，使一个相当老练、沉着、精神无所寄托的罪犯、流氓展现在读者面前，他以团伙勾引敲诈宾馆嫖客为生，手段卑劣。他的生活纸醉金迷，谈吐不羁，举止豁达，形骸放浪，很快就把自以为是、蔑视世俗、追求自由的女大学生吴迪俘虏了。他骗取了吴迪单纯真挚的爱，又残忍无情的把她推向了毁灭的道路。

在舞场上串来串去，硬夸人家胖姑娘长得像赫本；警察把他当杀人嫌疑犯调查时，他跟朋友说：“他们有案子破不了，找我拿主意。”得了记忆丧失症后感叹说：“青春岁月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成浑汤了。”《玩得就是心跑》中，“老实巴交”的方言被朋友弄成了杀人嫌疑犯，而预谋者竟是那位死者，原因是他想玩一回心跳，演一回主角。方言四处逃窜，又得了记忆丧失症，一边躲着警察，一边寻找记忆。照马立诚先生的话说就是：方言这二百多斤（的人生）就是不停的在刀刃上打滚，玩儿的就是心跳，蛮惊险。

有人一出场就“引吭高歌”：“最大的人民币是十元的，最小的人民币是一分的，不管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都是我们人民群众热爱的。”

…………

这些人潇洒的活跃在纸面上，很正经很严肃的告诉读者：“我是流氓”，“我是社会渣子”，活得肆无忌惮而又真切自然。

王朔的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多是这种典型的“流氓”形象。《汉语词典》中“流氓”一词有两种释义：１、原指无业游民，后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２、指放刁、耍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恶劣行为。

王朔笔下的“流氓”形象具有其自身的内涵，他们的“流氓”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不务正业，无赖。

据《顽主》中“著名作家”宝康解释，无赖就是无所依赖的意思。即没有信仰、思想等精神追求，也没有固定的经济依靠。王朔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没有固定的职业，终日游手好闲，或干着一些为读者闻所未闻，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成立“三T”公司，“三好”协会，“海马编辑社”，“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等等。他们中的有些人宁愿放弃自己的工作而做一个无业游民，或者躲在父母的余荫下度日，或者靠拐骗他人钱财纵情挥霍，除了疯狂的现实消费，他们没有任何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张明宣称他们共同的心理：“所以我一发现要当一辈子小职员，我就不去上班了。”“所以我抓得很紧，拼命吃拼命喝拼命玩。”（《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帮人精神无所寄托，终日只知吃喝玩乐。马青非要跟两个不认识的姑娘谈谈，说要拯救人家的灵魂，两位扬长而去后他特气愤地嘀咕：“这种境界怎么能指望你们舍身炸碉堡拼命堵枪眼剩下我们过幸福生活。”

杨重把人生比作是一场可能一个球都踢不进却还得拼命踢的足球赛，因为观众在玩命喝彩，打气。他并总结说：“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顽主》）李东宝的深思：“一时半会我也想不起什么样的生活才叫有意义，反正不会是现在这样是肯定的。”（《谁比谁傻多少》）马汉玉批评“橡皮人”：“要说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别人把你当人你自己反倒不把自己当人。“（《橡皮人》）

王朔笔下的人物们把自己的生活的关系仅仅限定在最低程度，即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活首，此外的包括家庭、职业、兴趣、理想、道德等都被取消了实在意义，不知道从何来也不知道去向何方。他们没有精神家园，没有信仰，没有社会道德责任感，只贪图今天的尽情享受，不为明天烦恼，过着一种行尸走肉、灵魂飘泊的日子。

二、蔑视一切正统的观念、道德、规范等等。

据《汉语词典》解释，“正统“一指封建王朝先后相承的系统；二指党派、学派等从创建以来一脉相承的嫡派。本文所讲的正统观念、道德、规范等即指当时社会普遍认同并尊重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等。这些人民大众所认同尊重的东西，王朔笔下的人物却不屑一顾，甚至大加调侃亵渎。

首先，看他们对高雅的文学的态度。他们否定文学的崇高性与神圣性，提出“为工农兵玩文学”的口号，宣称“两眼一摸黑，两耳不闻窗外事：就在文学本体上倒腾，先谓语后主语，光动词没名词，一百多句不点标点看晕一个算一个。”（《一点正经没有》）方言一把鼻涕一把泪：“我爸要活着，知道我当了作家，非打死我不可。”于观的见解：“我说自杀的办法有一百种，其中的一种就是和作家结婚。”方言慷慨陈词：“文学就是痛苦——得排泄，大大的快感……”，“关键在于你的操文学，不能让文学操了你！”“几十年来，我们是怎样取得一个个成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那就是始终如一的支持玩文学的创作方针。”他们凑在一起进行作家分工，把文学贬成不值一提的“流氓”、无聊的职业。

其次，王朔笔下的人物对正统道德观中的善恶是非观的蔑视也非常明显。

德国作家歌德曾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①　“明朗”、“纯洁”、“合乎道德”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善”字。“尚善”的态度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成为一种理想主义和人格力量。追求进步理想，坚守高尚人格，是中国文学最可贵的一个特点。而王朔却说：“是非观念在生活中是微妙的，关键时候就乱了……很多事物是无法用是非观和道德观来衡量的。”②这一观点是王朔笔下的人物所持的是非观点。在这种虚无的标准的指导下，他们嘲弄“善”，嘲弄一切伟大的东西，并对自己的种种危害社会，侵害社会的行为津津乐道。李江云这样夸赞她的伙伴方言：“你已经活的很有点豪杰的味道了，不是杀过人就是奸过人，占上哪条都够人尊敬的，都算没白活。”

再次，他们对教育的态度也是如此。别人要他们受教育，张明大声说：“实施跟你说，我受这种教育的时候，你还是液体呢。”方言也说：“胶鞋脑袋，长得跟教育似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圣人到了他们嘴里成了最早的吹捧专家。

至于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在他们眼里更是子虚乌有。方言请一大帮人吃混沌，吃完后抹抹嘴说他请客，看大家走远，乘买主不注意撒腿就跑；赵尧舜百无聊赖的时乱拔电话号码，通话后张口就骂：“他妈的。”；于观、杨重、马青三人满腔怨气无处发泄便到大街上横冲直撞，目的是惹火哪人后揍人或挨几下揍。（《顽主》）

此外，他们还在别人的弱点中占便宜，求生存。他们整日所作的事情：经营“三T”公司，以“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为宗旨，用泡菜坛子做奖杯，利用宝康急欲出名而不得的虚荣心谋取利益；“三好协会”专事捧人，替人圆英雄梦、将军梦，力求“每人人哭着进来笑着出去”；“海马编辑部”的几位“作家”在盒子车法院中表现出来的敏捷才思、滔滔雄辩，竟使得安然过关；张明一伙专靠敲诈宾馆嫖客为生等等均在人性薄弱处游离生存。

精神和物质的无所寄托，蔑视一切正统的观念、道德、行为规范，在别人的弱点中获取生存的机会等等，正是王朔赋予他笔下人物的个性内涵。他们肆无忌惮的叫嚷着“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口号，踩着精神和物质的规范，走进了王朔的小说世界，走进了读者的视线。

三、流氓的成因

一般说来，古往今来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不外乎精神和物质的追求满足。尽管有些人更加侧重前者或后者，但他们喜忧哀乐终究离不开精神和物质的予夺、得失。他们害怕、畏惧、不能经受的既是精神和物质的被剥夺和失去。但王朔笔下的人物却在他们“流氓”的外壳下游离于其外。这种无所畏惧的特性是与他们的生活经历紧密相联的。

1、“十年文革”对他们青春的荒废，理想失落

王朔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出生于六十年代前后的京城军官和市民的了弟。他们大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度过了自由放纵、社会动乱无章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无羁性，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和优越感是文革十年岁月留给他们的精神“遗物”。文革结束后，社会逐步走向正规化，知识和能力在社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对他们来说，由于童年、少年时代的虚度，这种变化意味着他们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幻灭。他们推动了曾经拥有的优越感和无拘无束的生活，在现实面前感到无法适应。同时，青春梦想的破灭使他们感到深深的失落和绝望。文革不仅荒废了他们的青春岁月，并且麻醉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不愿也不敢进入八十年代的现实生活，而情愿在有着无限悔恨失望，但却在对过去有着放纵自由和梦幻的回忆中沉迷自己。他们虽然生活上进入了文革后的现实环境，但在文化心理上却还有很大程度的停留在六七十年代文革岁月中。于是他们用蔑视嘲讽的态度，对社会现有秩序和与他们的文化心理相背离的试图束缚他们的一切正统思想进行了反叛和抗击。

2、现实中的失意和无力

中国人的文化、思想由于主要受儒、道、释及西方思想的复杂影响而呈多样化状态，但其正统的人生价值观总体上是重意义、重价值，注重对精神和理想的弘扬。

王朔笔下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人生价值观却大相径庭。他们无力改变现实又无力创造未来，于是他们强烈不满现实中的一切，但同时存在着的巨大的无力感和虚弱感也困扰着他们。对未来，他们有一种如同对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一样的悲哀和无奈。而青春时代留给他们的优越意识和空虚感又使他们心理学生，难以迈开向现实挑战和进取的步伐，于是他们看不到生活的意义和理想的位置，也找不到生活的前途和方向，但又不甘心过平常人的生活。于是他们沉迷于对过去的回忆中，或者借嘲讽现实和放纵现实以缓解自己心灵的压力与痛苦。他们的观念是错位的，无法与现实生活对上号。

这些人处在时代的政治、经济及所有观念的转变中，现实的挫折无力、标的和他们过去遗留的放纵自由相激撞，形成了他们内心一种发泄的、虚无的玩世不恭。

“就像笼罩在雾里，自己也看不清自己的面目了……少了一块东西，你拼不出你自己的形象了……再也没有比对自己有个透彻的了解更重要的事了。”（《玩的就是心跳》这是方言的迷惘。

“我与人们之间本质上的差别是这样的大，以至我担心我那副平庸的面孔已遮掩不住我的非人”，（《橡皮人》）这是橡皮人“我”的恐惧。

这是一群精神上的流浪儿，他们时刻不停追寻精神的主心，灵魂的寄托，但在现实与心灵之间他们无法找到能沟通两者的东西。他们只有疯狂的消耗着自己的体力，消磨着甚至是他们力所能及的愿望。寄生在时光里，被默默行走着的时间指针拖的疲惫不堪。他们只有用各式各样的玩来把时间的表格一张张的爬满。他们常常在夜里大汗淋漓的醒来，头脑空白的瞪着天花板。他们的症状不断：记忆丧失，肌无力性疾病，橡皮人，痴人……这些现象都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他们心理的压抑、扭曲、及不健康的痛楚。

尽管他们深知并且怨叹自己知识上的不足，但面对这种不足他们不是去努力获取知识来弥补改善，而是用一种怨愤来嘲讽和攻击知识和拥有知识的人。

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源于他们对过去所受教育虚伪性的厌弃，对正统知识分子劣根性的反感，而更主要的是缘于他们对自身失落感的拼命掩盖，他们想借攻击他人所得的虚荣来掩饰自己的无力和自卑感。他们一方面牢牢的抓住过去，试图通过对过去生活的怀念与沉迷来阻止现实，抵御现实的失落；另一方面则想通过拼命抓住现实，借生理器官的满足和物质刺激来填补现实失落的心理空虚。张明精确地概括自己：“抓得挺紧，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活着总要什么都尝尝不是，每道菜夹一筷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王朔笔下的人物无一例外的对他们放纵与骄傲的过去津津乐道，其态度，情感都与他们面对现实时的消沉无奈完全不同。他们怀疑生活，怀疑理想以至失去理想，充满绝望的疯狂消费和反抗正统成为了他们用来对抗怀疑和虚无的精神武器，更是他们抵御理想失落之后中的绝望心灵和逃避现实时代氛围的工具。

王朔笔下的人物尽管蔑视、反叛几乎所有的传统标准，他们没有追求，没有希望，不害怕物质和精神上的失去，但他们对“爱”的情感是复杂的，“爱”是一块他们经受不住的能显示出他们真性情的天地。

王朔说：“我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精神流浪式的，这种人的精神也需要一个立足点，他可以一天到晚胡说八道，但总得有个时刻是真的。我选择了爱情作为这个时刻。我不知道还能在什么更值得真实起来。”③
他作品中的人物们在内心底层渴求着爱情，但他们更多的表现却是惧怕，逃避。因为爱是一件容易使他们重新激发希望与追求的东西。精神没有家园的人，不怕在垃圾堆里辛苦地觅食；不怕担心吊胆的去填饱肚皮；不怕冒险、流血和搏斗，但他们性安静下来，怕看见一抹娴静的夕阳，怕看见蔚蓝的天空下的一缕炊烟，怕看见一切能让人心灵平静的东西。而如果拥有了爱，就会迫使他们从麻木的心态中把心安静下来，去思考，去感受，因而陷入了一种因清醒而沉重的面对现实的痛苦中去。因此他们总是极力地、下意识地避开这种东西。

张明独白：“‘爱’这个字眼在我看来太可笑了，尽管我也时常把他挂在嘴边，那不过是像说屁一样顺口。”（《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真的是这样吗？张明其实是不敢走入自己内心深处去省察自己，事实上他对吴迪的爱深长而炽烈的，但他的表现却恰恰相反……也许那不仅仅只是爱，而更是一种对自己能否拥有纯洁感情的疑惑和恐惧。为了掩饰、逃避，他只有嘲弄，只有毁灭。于是爱情和流氓以同样真挚的面孔出现在王朔的作品中，爱是他们害怕，恐惧，不能经受的一处禁地。它使王朔笔下的人物们具有了人类所共有的东西，“爱”使人们看到他们身上依然显示着人性的光芒，它给人以希望。

（二） 王朔笔下人物的现实意义

随着王朔的《顽主》、《空中小姐》、《动物凶猛》等等一系列作品的出版，及1988年影视上成为“王朔年”以来，王朔的作品拥有了大量的读者。“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是你爸爸”、“给我顶住”、“玩的就是心跳”、“你不是一个俗人”等等王朔作品中语言被一代人熟悉并频繁使用，随处可闻。王朔也成为了十大畅销书作家之一。王朔的作品在中国“火”了

王朔作品的“火”其原因主要是其笔下人物的内涵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首先，王朔笔下人物起源与社会，是时代的产物。

五四时期，封建的格局被打破，“十年文化大革命”又使得人们对当时所信仰的马列、毛泽东思想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和动摇，由于新文化建构未能最终完成，新文化标准未明确建立，各种各样的矛盾及至完全相悖的思想，传统的、五四的、西方的、中国的、最腐朽的与最现代的、最保守的与最激进的，同时在中国大地上拥有自己的地位。于是，在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上，当代中国社会都没有一个基本稳定的标准与准则，人们各行其是，各言其说。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狂乱之后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进入商品社会之初，这一特征体现的更为明显。人们对各种思潮都充满怀疑，对各种标准都心存疑问。

正如青年美术评论家胡村说：“他们既不相信战统治地位的意识系统，也不相信以对抗的形式建构新意义的努力。……而无聊感，既是泼皮群用以消解所有意识枷锁的最有力的办法。而且，当现实无法提供给他们新的精神背景时，无意义的意义，就成为他们赋予生存和艺术新意义的最无奈的方法和作为自我拯救的最好途径。”⑤
在这样的一个充满现实的困惑和无所依赖的迷惘的社会里，人们在价值观念既是自信的又是迷惘的，当否定某些过时的，陈腐的价值时，他们是勇敢和自信的。当寻求的一个人或群体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价值时，却是迷惘以至迷误的。王朔曾说：“旧价值旧标准旧信仰崩溃之后，在废墟上重建价值标准，这个重建是怎样重建？”⑥就在这时，他向读者展示出了一批精神无所寄托的“流氓”形象。

第二、王朔笔下的人物存在于社会，并道出了“人人胸中所有，个个笔下所无”的人们的某些心理话。

五四时期传统思想的摧毁，文革对“正统”的马列毛信仰的动摇，“拜金主义”随着商品社会大潮的入侵，使得人们信仰虚无，价值标准动摇，精神失去了支撑点。人性的光芒与理想主义的家园无时不刻不在被腐蚀和毁灭。而生活在二十世纪末重重文明与道德政治围城中的人们又不甘心或不敢轻易堕落，他们努力生活，却在生活中迷失了自己。

王朔的小说“把中国人的生活状态，那点本性原汁原味的呈现出来”，⑦“写出了中国人的生存真相”。⑧王朔笔下的“流氓”形象并不是新时代的新人形象，也不是“多余的人”，而是那个时代充满传统惰性的大众，是这个大众自身的内心形象，至少是他们内心隐藏的一面。

他说出了大众的“心里话”，让大众在内心深处都能看到自己真实的影子，从而感到痛快和舒坦。觉得过动物式的生活其实也没什么，没有理想更轻松，没有痛苦没有压力。认为这种生活态度自有一种超脱放达的魅力，有如老庄和禅的高超洒脱。这是一种悠久文化传统的心理积淀，它使最有智慧、最深刻、最有个性的中国人都面临一种“什么都不在乎却无路可走”的绝境，使人们看到只要稍微松懈一下自己对人生理想的追求、社会正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就会不由自主且心神愉快的加入王朔笔下的人物这一类型的行列中去。

王朔重视对人物精神状态，心理状态的客观显示，尽管他笔下的人物均是抱着一种轻蔑的嘲讽态度，但正如“老霞”所说：“他锐利的刺中了中国人生存的要害，……像半夜里一块石头‘哗’地打碎玻璃，使熟睡的人一下警醒。”⑨
他笔下人物的出现给诸多徘徊在高尚与卑微、清纯与浑浊、美好与丑陋之间的所有意志观念虚无或不够坚定的人们透了一口气。正是所谓道出了“人人胸中所有，个个笔下的所无”的最真切的东西。所以，王朔“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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